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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四个非洲前殖民地国家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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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族群冲突是冷战后集体暴力的主要形态，也是长期困扰当今世界

和平与发展的突出议题，因此有必要剖析族群冲突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有效的族群治

理方案。 事实表明，前殖民地国家的族群冲突比其他国家更为普遍，但不同的前殖民

地国家族群冲突的烈度存在很大差异。 作者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解释前殖

民地国家族群冲突差异的新框架———非对称族群政经结构模型。 殖民者早期对殖民

地不同的统治策略使当地形成了迥异的族群政经结构，族群政经结构影响前殖民国家

独立后的再分配激励。 如果前殖民地国家被施以少数派统治策略，就会形成非对称族

群政经结构，独立后更易爆发高烈度族群冲突；如果前殖民国家被施以直接统治策略，
就会形成对称族群政经结构，独立后的族群冲突则会受到抑制。 非对称政经结构与一

系列催化、遏制因素交互作用，将对冲突烈度产生重要影响。 对非洲四个前殖民地国

家卢旺达、津巴布韦、塞内加尔和尼日利亚的比较分析表明，非对称族群政经结构模型

不仅对前殖民地国家的族群冲突烈度差异有较强解释力，而且有助于厘清和识别一系

列催化和遏制因素对冲突的影响，为解释族群冲突成因以及提出有效的族群冲突管控

方案提供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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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冷战结束后，族群冲突逐步代替国家间战争成为人类社会集体暴力的主要形

态。 据系统和平中心（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Ｐｅａｃｅ）统计，１９９０—２０１９ 年全球范围内

的重大族群冲突共造成 ２８９．２５ 万人死亡，这些重大族群冲突事件波及 ３９ 个国家，

其中有七成以上（３０ 个）的国家有被殖民的经历。① 对前殖民地国家族群暴力的考

察覆盖了族群冲突研究的大部分样本。 由于国家能力羸弱以及阶层和职业集团等

其他团体成长缓慢，族群成为前殖民地国家的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重要组织维度，

族群之间在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上的争夺极易引发大规模冲突。 在前殖民地国家

独立后的国家重建中，只有少部分国家能够有效遏制族群暴力，频繁的族群冲突威

胁多数前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稳定。 如何降低族群冲突的烈度、减少族群暴力以及

构建和谐的族群关系是维护地区和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命题。 因此，建立有效的

分析框架来解释族群冲突烈度的差异，进而识别族群暴力内在结构性推动力对推

动前殖民地国家政治秩序建设和全球层面的族群关系治理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

现实意义。

在解释族群冲突的文献中，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关注族群间资源占有或分配的不

平等将催化激进的族群集体行动甚至族群冲突。 具体来讲，资源和财富在不同族群

间分配的不平等使得特定族群不断累积不满和怨恨，推动了激进的大规模财富再分

配改革、利用多数暴力对特定族群财产资源直接剥夺以及依靠武力抢夺特定资源垄

断收益分配权等政治行动。 与此同时，利益受损的族群采取暴力反抗，使得族群之

间的对抗性行动最终演变为族群冲突。 现有对分配不平等导致的族群冲突机制的

研究往往有着强烈的单一要素决定论倾向，这导致相关研究过度聚焦于族群精英利

用“不平等”建构主观叙事进行内部组织和动员的过程，却对决定族群行动选择的基

础性机会结构等客观要件缺乏足够分析，②导致无法回答如下问题：同样存在不平等

的族群资源分配结构，为什么有的国家族群冲突烈度较高，而有的国家烈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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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族群行动的基础性机会结构界定为族群间政治权力分享和经济资源的分配结构。 这一结构决定

了族群采取激进行动的能力、成本和预期收益。 相较于中央政府崩溃、冲突区域地理环境以及资源分布等其他影

响族群的因素，族群政经结构根植于一国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形态之中，对不同族群的行动选择和互动模式具有持

续深远甚至决定性影响，并可以更广泛地应用于族群冲突的相关研究。



为什么一国在族群之间经济分化程度相对恒定的情况下，其族群冲突烈度在不同时

期却有很大差异？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摆脱对单因素分析路径的依赖，在经济动机与族群暴力之

间建立更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准确识别影响族群行动的基础性机会结构。 本文通过

对族群政治权力分享和经济资源分配结构进行理论化，构建了非对称族群政经结构模

型，识别何种族群政经分配模式提供的机会结构会推动族群行动激进化，诱发高烈度

族群冲突；何种族群政经分配模式会遏制族群行动激进化，防止高烈度族群冲突发生。

通过对四个前殖民地国家的过程追踪，本文挖掘早期殖民策略和族群政经初始结构之

间的关系，捕捉从初始结构到族群冲突过程的催化或阻断因素，对非对称族群政经结

构模型进行严格检验。

本文发现，如果宗主国采取依托少数派的统治策略，殖民地更可能形成少数族

群控制多数经济资源的非对称族群政经分配模式，这一模式为后来的族群行动激

进化提供了有利的机会结构。 独立后，多数族群在获得政治主导权后试图改变自

身在经济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地位，可能采取激进的再分配举措剥夺少数族群的财

产，而再分配改革又会引发少数族群的反抗，最终带来严重的族群冲突。 如果宗主

国采用直接统治策略而非扶持特定的少数族群，殖民地会形成对称族群政经结构，

独立后多数族群在政治权力分享和经济资源分配上都居于优势地位，少数族群则

在两方面居于弱势地位。 在对称性结构下，少数族群没有能力推进激进的再分配

改革，而多数族群没有动机推进再分配，因此缺少推动族群行动激进化的机会结

构，从而抑制了高烈度族群冲突的爆发。 在案例考察部分，本文选择卢旺达和津巴

布韦为正面案例，塞内加尔为负面案例，尼日利亚为半负面案例。 实证比较分析后

发现，族群政经结构对称性的分析模型对独立后前殖民地国家的族群冲突及其烈

度有较强解释力。

本文预期有三点意义：第一，非对称族群政经结构模型突破了传统对不平等与

族群冲突之间关系的单维解释路径，为未来的族群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多维度动态

因果机制，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族群冲突烈度差异的认识。 第二，在本文的分

析框架中，族群冲突被置于前殖民地国家独立后治理体系变迁的宏观进程中，受殖

民遗产、产权制度、再分配改革与族群经济竞争等多重因素影响，反映了前殖民地国

家的治理复杂性。 第三，本文提出在推动族群经济平等的过程中，避免激进再分配

政策触发非对称政经结构是维护族群关系和谐稳定的关键，该发现对当代族群治理

具有政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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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综述

作为影响经济发展、国家建设与全球秩序的重要政治现象，族群冲突受到当代社

会科学研究的很大关注。 族群冲突的实证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研究族群冲突带

来的影响或后果；二是研究族群冲突的成因。 本文基于各类解释族群冲突成因的研

究，探索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发生了更为剧烈的族群冲突。 在提出新的理论

框架之前，本文先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说明。

（一）现代族群的动员结构与政治行动

在族群冲突研究中，研究者关注的重心已经从族群内在文化特性的差异转向族群

政治行动的产生机制。 作为一种分析单位，族群从单纯的个体身份识别与界定工具逐

步转变为解释组织化集体行动的剖析工具。 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对族群概念的认知

及其使用方式都在发生转变。

族群概念经历了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激烈交锋，现有文献已经逐渐

超越了三种范式之间的争论，整合三种范式是族群冲突研究的普遍做法。① 弗里德里

克·巴斯（Ｆｒｅｄｒｉｋ Ｂａｒｔｈ）认为族群在现代社会存续的关键在于其完成了从“文化意

义”到“社会意义”的跳跃。② 在他看来，传统社会的不同族群存在天然的、文化意义上

的差异；而在现代社会，族群所代表的社会意义差异则更为重要，这种社会意义只有在

族群间的互动中才能体现。 随着特定族群的文化特质在经济生活同质化趋势下不可

避免地被淡化后，如何寻找新的工具和方式重新激活族群身份特性成为族群能否存续

的主要挑战。③

利用现代社会高度动员的政治结构，将族群从文化意义的生活共同体转变为由政

治行动者组成的利益共同体成为强化族群身份认同的关键。④ 在这种趋势下，族群中

的个体越来越多地依赖政治行动而非文化特性来寻求归属感，族群的政治行动也对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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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本身的存续至关重要。① 为阻止族群文化特质不断弱化，特定族群倾向于采取特定

的政治意识形态强化内部向心力，②相伴而生的是频次和烈度越来越高的族群冲突。

资源竞争论将族群作为现代社会集体行动组织和动员的重要维度。 对于资源和

财富的占有和分配不公如何引发族群冲突的问题，资源竞争论强调个体为争取自身的

利益和实现自身诉求，需要依附或者求助于特定社会集团。 唐纳德·霍罗威茨（Ｄｏｎ⁃

ａｌｄ Ｌ．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指出，族群为个体提供了强有力的忠诚纽带，是个体争取资源、提高社

会地位的重要工具。③ 在部分国家，族群超越阶层、地域和职业集团成为个体获取集

体安全承诺最为重要的组织维度，为个体维护自身权益、获取更多教育和福利等公共

产品提供保障。④ 族群是发起政治行动的利益共同体，其对政策和稀缺资源的角逐和

竞争成为族群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这种竞争过程中既有以合法和非暴力手段争取

族群成员权利的行动，也有非法的集体暴力行动，而后者往往成为触发族群冲突的关

键要素。

（二）族群行动的环境、动机与机会结构

政治性集体暴力行动是族群冲突触发的关键，现有研究主要关注行动者所面临的

环境和行动者动机两个方面。 从行动者所面临的环境看，詹姆斯·费伦（ Ｊａｍｅｓ Ｄ．

Ｆｅａｒｏｎ）和戴维·莱廷（Ｄａｖｉｄ Ｄ． Ｌａｉｔｉｎ）着重分析族群面临的外部物理环境对其行动

能力产生的影响。 两位研究者归纳了冲突区域的地理特征，结果显示多山的复杂地形

更有利于叛乱者藏匿和躲避进攻，也更有利于族群激进派系与政府持续对抗。⑤ 另一

些研究者则关注宏观政治环境的变迁如何影响族群行动。 巴里·波森（Ｂａｒｒｙ Ｒ． Ｐｏｓ⁃
ｅｎ）发现，一旦中央政府走向崩溃或者权威大幅下降，压制族群激进派的约束结构将

会逐渐失效，与此同时，因中央政府安全承诺失效带来的安全困境会为族群内激进派

系走向极端化提供更多机会。⑥ 菲利普·罗斯勒（Ｐｈｉｌｉｐ Ｒｏｅｓｓｌｅｒ）则从族群政治权力

分享战略环境中的承诺不确定性出发解释族群暴力。 执政的族群与竞争对手分享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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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往往会带来潜在的政变风险，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这种风险，执政族群往往会在权

力分配中排除潜在的竞争对手。 但当执政族群独占权力时，内战风险又会陡然增加。

关于“政变—内战陷阱”，罗斯勒认为只有当执政族群和竞争族群存在对称的相互威

胁能力时，权力共享制度与和平稳定才能持久维系。①

还有研究者从族群行动者动机的角度进行分析。 第一种动机是贪婪，强调特定资

源的丰厚收益引发不同族群的争夺和冲突。 第二种动机是不满 ／怨恨，强调族群之间

的经济分化造成相互隔阂、对立和冲突。② 在冲突演化的过程中，两种动机的生成往

往密不可分，格里戈里扬·阿尔曼（Ｇｒｉｇｏｒｉａｎ Ａｒｍａｎ）和斯图亚特·考夫曼（Ｓｔｕａｒｔ Ｊ．

Ｋａｕｆｍａｎ）等研究者指出，不满 ／怨恨形成的过程实质上也是族群就资源收益占有和分

配的不平等状况建构集体叙事与话语的过程。③ 对资源的贪婪往往需要族群内部构

建不满 ／怨恨的话语，才能加速族群的整合和动员；而在族群的不满 ／怨恨向族群行动

转化的过程中，需要族群领袖向个体许诺行动后将获得丰厚收益，才能更有效地提升

族群行动的动员效果。 无论出于不满、贪婪还是其他动机，特定族群动员都要围绕如

何改变族群之间政治经济资源占有和分配的不平等这一核心议题展开。

对于不平等的经济资源分配模式，族群精英通常会建构类似“阶级剥削”的话语，

将本族群的困境归咎于另一个族群的剥削，借此呼吁本族群采取激进的集体行动。④

迈克尔·赫克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ｅｃｈｔｅｒ）引入“劳动的文化分工（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概念，发现经济上居于弱势地位的族群往往将族群间的经济不平等归咎于政治权力的

支配性结构，族群精英中的激进派试图使其成员相信依靠个体的努力无法改变现状，

必须采取一致的集体政治行动才能改变不平等地位。⑤

有研究对比族群冲突与阶级冲突后发现，即便一国的经济收入较为平等，也不一

定降低该国族群冲突发生的可能性，⑥但更多研究显示，族群之间经济收入分配的不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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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确会增加族群冲突，①而经济理性对族群个体的组织和动员具有重要作用。②

基于跨国族群收入分配数据的研究也表明，当个体之间收入差异和族群之间经济差距

的分裂线（ｃｌｅａｖａｇｅ）互相叠加时，往往会更容易引发高烈度的族群冲突。③ 拉斯—埃

里克·赛德曼（Ｌａｒｓ⁃Ｅｒｉｋ Ｃｅｄｅｒｍａｎ）等研究者认为，当族群之间存在“横向不平等（ｈｏｒｉ⁃

ｚｏｎｔ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即族群之间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同时存在多重不平等时，冲突爆发

的概率和烈度会陡然上升。④ 安德烈亚·瓜里索（Ａｎｄｒｅａ Ｇｕａｒｉｓｏ）和罗加尔·索斯滕

（Ｒｏｇａｌｌ Ｔｈｏｒｓｔｅｎ）的研究显示，族群之间收入不平等程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族群冲突爆

发的概率将提高 １６％。⑤ 族群之间收入和财富占有差距的增大会带来高频次、高烈度的

族群冲突。 一些研究者从后发国家长时段的现代化进程出发，提出如果一国没有在经济

发展的同时缓解族群间的不平等问题，那么现代化带来的社会财富增量反而会使收入分

配居于弱势的族群滋生更多不满，诱发更为激进的族群集体行动或族群冲突。⑥

上述研究要么侧重分析族群行动的环境，要么侧重分析不平等条件下族群行动者

的动机，这种将环境和动机分开研究的路径仍然是单因素分析，即将某种动机（如对

财富占有不平等的不满）或某种外部环境（如中央政府崩溃或多山地形）作为推动族

群暴力升级和持续的单维因素。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指出族群冲突演化进程往往是多

重因素与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族群战争爆发的广义理论就是将不同文献提出的因

素和机制整合起来解释族群冲突的理论。⑦ 该理论发现，客观外部环境提供的机会和

作为行动者动机的贪婪 ／不满往往共同发挥作用。 例如，在多山或有复杂水系环境的

矿区，族群为争夺资源控制权的贪婪、对资源收益分配体系的不满往往与复杂地形提

供的行动机会相结合才能催化激进的族群行动。⑧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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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族群冲突的演化而言，族群因不平等的资源分配结构而产生不满，但如果缺乏相

应的机会结构，这种不满并不必然会诱发激进的政治行动，也不一定导致爆发高烈度族

群冲突。 如果资源主要分布在政治经济地位处于弱势的族群的居住区，则对资源收益的

争夺更容易引发激烈的族群冲突；如果资源分布在核心族群的居住区，那么冲突爆发的

可能性和烈度较小。① 此类案例考察了地理条件和资源分布等外部物理环境对族群的

行动选择和族群冲突演化进程的影响，但尚未关注决定族群行动的基础性机会结构，

难以解释相似的地理环境和资源分布状况下族群行动策略选择的差异。

（三）不足与改进

关于族群行动环境和动机的研究为族群冲突构建了丰富的解释机制，其中对资源

分布、水系条件等物理环境的关注大大拓展了族群冲突的解释维度，对族群间资源、财

富和收入等纵向和横向不平等状况的对比分析则丰富了族群冲突的解释因素。 不过，

相关研究也存在将族群之间的不平等与其行动机会结构相割裂的倾向，这往往导致其

过度关注碎片化的地理环境特征而忽视族群间的基础性政经关系结构，因此难以构建

广泛适用的族群冲突解释框架，难以解释为何具有相似族群不平等状况或地理环境的

国家的族群冲突烈度存在差异等问题。 出现这一问题的成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现有研究多将族群间的经济资源分配不平等视为一个孤立且静态的变量，

将族群之间的分配不平等视为高烈度族群冲突的决定性因素。 这一分析路径强调族

群之间的分配不平等在族群内部动员中的作用，关注族群精英利用“不平等”建构反

抗叙事促使族群行动激进化的过程。 但这种分析路径忽视了机会结构对族群行动者

的重要影响，如当族群行动者面临不利的机会结构时，分配不平等尽管会造成弱势族

群的不满，但不必然会引发激进的族群行动或族群冲突。 因此，只有有效识别行动者

面临的机会结构，才能为冲突的爆发提供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第二，既有研究关注族群冲突爆发的过程，但缺少对族群冲突烈度差异的理论化

解释。 一方面，族群冲突的烈度测量缺乏系统的且被认可的标准，无法区分不同案例

下族群冲突的烈度差异；另一方面，单因素决定论难以解释族群间经济收入分配不平

等状况相似但族群冲突烈度却存在较大差异的案例。 对此，本文尝试建构综合性标准

以区分不同案例间的族群冲突烈度。

第三，既有研究未能识别影响族群行动策略和族群冲突烈度的基础性机会结构。

一些研究不够重视初始条件和历史遗产的系统性作用机制，没有分析对族群行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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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熊易寒、唐世平：《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升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 期，第
８３—１０３ 页。



起决定性作用的族群政经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体系。 尽管一些案例研究注意到经济不

平等以外的因素，但将机会结构局限于地理、资源分布或中央政府崩溃等外部环境，无
法为族群冲突烈度差异提供一个延展性更高的解释框架。 本文在分析族群之间的经

济资源分配模式与政治权力分享模式关系结构的基础上，识别和区分了族群行动的基

础性政经机会结构的差异，运用再分配机制解释不同结构下族群行动的策略选择，从
而揭示族群冲突演化进程及其烈度差异。

第四，既有研究将不平等到族群冲突的演化机制视为线性进程，①忽视对族群行

动激进化起关键作用的机会结构，同时也没有关注影响机制发挥作用的阻断或催化因

素。 在族群政治经济结构不变的情况下，为什么某些国家的族群冲突在一段时期十分

激烈，但是在另外一段时期却呈现缓和状态？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充分考虑族群冲突演

化中的外生性因素，其中一些因素在不平等到族群冲突的演化机制中发挥触发和催化

作用，另一些因素则起到阻断和弱化作用。 甄别两种因素对于解释族群冲突烈度的波

动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三　 非对称族群政经结构的解释模型

本文认为分析族群冲突需要一个能够有效解释相似不平等结构下族群冲突烈度

差异的理论框架。 这一框架建立在族群政治权力分享模式和经济资源分配模式交叉

结合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不同的族群政经模式下族群行动者面临的不同机会结构，解
释族群行动策略以及冲突烈度的差异。

基于此，本文提出一个针对前殖民国家族群关系的解释模型———族群政经结构模

型（如图 １）。 殖民时期宗主国的不同统治模式导致殖民地形成截然不同的族群政治

经济结构，本文将此界定为初始族群政经结构（简称“族群政经结构”）。 宗主国采取

扶持少数派的策略，使殖民地形成少数族群控制多数经济财富的结构，即非对称族群

政经结构；宗主国采取直接统治而非扶持特定少数族群的政策，殖民地就会形成族群

人口占比与财富占有相对均衡的结构，即对称性族群政经结构。 殖民地独立后，族群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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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个例外是唐世平的研究，参见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Ｄｙ⁃
ｎａｍ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３７， Ｎｏ．２， ２０１１， ｐｐ．５１１－５３６；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 “Ｔｈｅ Ｏｎｓｅｔ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ｐ．２５６－２７９。 两篇文章通过识别安全困境 ／ 螺旋模型

和群体间—群体内两个核心机制，整合分散因素并分析其交叉互动过程，为族群冲突构建了动态多元的解释机制，
提供了一个关于解释族群冲突的广义理论。 这与本文试图抓取决定族群行动策略的基础性机会结构的尝试相似，
即不再仅仅依赖客观地理环境、政治事件冲击等分散性因素为冲突烈度差异提供解释，而是抓取和识别适用于多案

例比较的广义基础性机会结构建立交叉动态的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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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结构成为既有制度影响族群行动的机会结构。 在非对称族群政经结构下，殖民者

退出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和民主制度安排等变化会带来族群的地位逆转（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ｖｅｒ⁃

ｓａｌ），①曾经被压制的多数族群首次有了在合法框架下推动激进再分配政策的机会，形

成了触发族群冲突的结构性推动力。 在对称族群政经结构下，尽管前殖民地国家在殖

民者退出时有一系列制度变革，但是多数族群与少数族群在政经结构中的地位没有根

本性逆转，没有为激进的族群行动提供相应的机会结构，缺乏触发高烈度族群冲突的

结构性推动力。 此外，在基础性族群政经结构之外，一些诱发或抑制族群冲突的因素

也会对冲突烈度产生影响。

图 １　 非对称族群政经结构模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实线弧线代表催化因素，虚线弧线代表遏制因素。

（一）族群冲突的结构性推动力：非对称政经结构

既有研究将不平等的资源占有和分配结构视为产生族群冲突的重要动因。② 经

济资源分配上居于弱势地位的族群精英通过构建“剥削”或“不公”的叙事进行组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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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ｏｇｅｒ Ｄ．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ｌｋａ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Ｕｓｅ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ｐｐ．３５－４０．

Ｍａｒｉｅ Ｌ． Ｂｅｓａｎçｏｎ，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ｓ，”
ｐｐ．３９３－４１５．



员，发起以“经济平等”为目标的族群集体行动。 该族群可能通过非法暴力反叛争夺

资源控制权，也可能在既有政治框架下重新分配财富和资源，这两种手段都会导致利

益受损族群的反抗进而触发族群冲突。 本文认为并非所有的族群间经济不平等都会

造成冲突：一些国家存在的族群间不平等会导致严重的族群冲突，而另外一些国家尽

管也存在高度的族群间不平等，但却没有导致严重的族群冲突。

本文认为研究冲突烈度差异和冲突演变机制需要区分族群政经资源占有和分

配结构的类型。 当一个族群在财富分配上居于劣势地位时，哪种族群政治经济资源

占有和分配模式下的机会结构可以使不满转化为暴力冲突？ 哪种族群政治经济资

源占有和分配模式下的机会结构会抑制特定族群采取激进的集体行动，从而降低冲

突的发生概率或烈度？ 从族群政治权力分享和经济资源配置的角度，本文对族群政

治经济资源的占有和分配结构进行类型化和理论化尝试。 本文选择学界常用的“族

群权力关系（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数据来衡量族群的政治主导权。 如表 １ 所示，在

数据样本覆盖的 ３２ 个非洲国家中，２４ 个国家的多数族群在独立初期或独立后逐步

获得了“主导合作者”“主导”或“垄断”的政治地位，４ 个国家获得“从属合作者”的

政治地位。①

表 １　 非洲国家多数族群政治地位

多数族群政治地位 国家

垄断（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马里、坦桑尼亚、卢旺达

主导（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多哥、乍得、马达加斯加、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

主导合作者（ｓｅｎｉｏｒ ｐａｒｔｎｅｒ）
塞内加尔、贝宁、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塞拉利昂、尼日利亚、乌干
达、布隆迪、纳米比亚、莫桑比克、赞比亚、津巴布韦、马拉维、加纳、
刚果（布）、肯尼亚

从属合作者（ｊｕｎｉｏｒ ｐａｒｔｎｅｒ） 几内亚比绍、几内亚、喀麦隆、加蓬

被歧视（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ｅｄ） 科特迪瓦、安哥拉、南非

无权（ｐｏｗｅｒｌｅｓｓ） 中非共和国

　 　 资料来源：Ｖｏｇｔ Ｍａｎｕｅｌ， ｅｔ ａｌ．，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ｏｎ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ａｔａ Ｓｅｔ Ｆａｍｉ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５９， Ｎｏ． ７， ２０１５，
ｐｐ．１３２７－１３４２。

·２９·

　 非对称政经结构与族群冲突


① 以独立时人口占比最大的族群作为多数族群，没有进入此表的国家为刚果（金）和冈比亚。 按照“族群

权力关系”数据库的赋值，两国的族群身份和政治地位无关。 由于埃塞俄比亚没有被殖民的经历，因此也未纳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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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因素推动多数族群在独立后逐步获得政治主导权：殖民者退出后出现的权力

真空；前殖民地国家能力羸弱；阶层和职业集团等其他政治组织发育程度较低；殖民者

退出时留下具有民主色彩的投票制度安排等。 这些因素都使族群成为最有力的政治

动员维度。 殖民地独立之后，多数族群依靠人口和组织优势在新的权力分配中获取主

导地位。 即使多数族群在独立初期暂时没有获得主导地位，但依靠其人口优势带来的

政治潜能也可逐步扩大自身在政策中的影响力。
本文尝试引入“对称性”概念，从相对人口规模和经济地位两个维度将一国的族

群政经资源配比模式分为“对称结构”和“非对称结构”两类（见表 ２）。 为了便于表

述，假设一个国家有甲和乙两个族群。① 在 Ａ 形态下，甲族群兼有相对人口规模和经

济地位上的优势，乙族群则在相对人口规模和经济地位上皆处于劣势；在 Ｄ 形态下，
甲族群在相对人口规模和经济资源占有上都居于劣势，乙族群则在相对人口规模和经

济地位上居于优势地位。 Ａ 和 Ｄ 两种形态代表着族群政治经济资源占有分配的对称

结构。 在对称结构下，在经济资源分配上居于弱势地位的族群，由于其相对人口规模

处于劣势，因此在中央政府权力格局中也居于弱势地位。 尽管少数族群可能遭受主导

族群的压榨和剥削，但其在政治权力分享和经济财富分配上都居于弱势地位，因此缺

乏相应政治能力和机会寻求财富再分配。 对于依靠人口优势地位通过选举掌控政治

权力的多数族群，因其在经济资源上已经占据优势地位，故而没有动机进行财富再分

配。 在对称结构下，即便占据主导地位的强势族群对弱势族群进行各种形式的“内部

殖民”，②但由于缺乏推动高烈度族群冲突的机会结构，该国的族群关系较为稳定。

表 ２　 族群政经结构的对称 ／非对称模式

族群结构 经济优势 经济劣势

人口优势 Ａ（对称） Ｂ（非对称）

人口弱势 Ｃ（非对称） Ｄ（对称）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Ｂ 和 Ｃ 的形态则代表着非对称族群政经结构。 在 Ｂ 状态下，甲族群的相对人口

规模居于优势，但是在经济资源占有上却处于弱势地位；乙族群在经济资源占有上居

于优势地位，但在人口上居于少数。 在 Ｃ 状态下，甲族群在相对人口规模上居于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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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表 ２ 呈现的是甲族群在经济财富占有和人口占比上的分布状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ｅｃｈ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Ｃｅｌｔｉｃ Ｆｒｉｎｇｅ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５３６－ １９６６，

ｐｐ．３１１－３４１．



地位，而在经济上居于优势地位；乙族群恰好相反，在经济上处于弱势，但在相对人口

规模上居于优势地位。 非对称模式下族群行动面临的机会结构与对称模式迥异。 随

着前殖民地国家独立和殖民者退出时民主制初步确立，人口占优的族群得以在独立初

期就依靠多数优势获得政治主导权。 为改变在经济资源占比上的不公状态，多数族群

主导政府后倾向于采取激进的再分配措施，满足本族群的“经济平等”诉求。 原本财

富占据优势地位的少数族群失去宗主国扶持后，在选举制下丧失了政策主导权乃至影

响政府政策的能力和手段。 多数族群政府主导的大规模财富再分配实质上变成了一

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财产的占有和剥夺，从而引发被剥夺族群的激烈反抗，造成激烈

的族群冲突。①

（二）非对称族群政经结构的生成路径：殖民者的统治策略

初始条件（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对社会结果有着显著影响，近年来开始受到社会科学

研究的关注。② 从对称性角度区分族群政经结构并解释族群冲突烈度差异，本文进一

步回溯特定族群政经资源占有和分配初始结构的形成路径。 解释这一问题需要考察

早期殖民策略的差异。 １９９０—２０１９ 年，３９ 个国家发生过伤亡达到 １０００ 人以上的重大

族群暴力冲突，其中 ３０ 个国家有被殖民的经历。 前殖民地国家极易爆发族群冲突很

大程度上是其独立后非对称族群政治经济资源分配结构导致的，这一结构的形成并非

源于其原生族群结构，而主要是西方殖民者采取特定统治策略的后果。 一般说来，西

方殖民者有两种统治策略：一种是间接统治，即与当地的传统精英（如酋长）合作，以

较低的行政资源投入统治殖民地；另一种是直接统治，即建立殖民当局直接控制基层

的行政体系。 对殖民者来说，两种统治策略各有优劣，间接统治成本较低，但需要和当

地的传统精英分享统治收益；直接统治会带来较高的行政成本，但可以绕过中介获取

长期统治收益。

殖民者统治策略的选择主要受两种因素影响：第一种是决定性因素，包括宗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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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需要指出的是，一国内部主体族群数量可能超过两个，族群政治经济资源配比模型使用两个族群是为解

析对称性而进行简化的描述。 若特定族群人口占比代表的政治潜力与其经济资源占有之间差异较大，构成政经

资源配比的非对称结构，为激进族群行动提供了有利的机会结构，构成了族群冲突的结构性推动力；相反，如果族

群的人口占比与其占有的经济资源比例是对称均衡的，那么会抑制族群采取激进的集体行动，降低族群冲突爆发

的概率和烈度。
不同的起点分析完全可能改变因果推理，参见 Ｄａｎ Ｓｌ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Ｅｒｉｃａ Ｓｉｍｍｏｎｓ，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４３， Ｎｏ．７， ２０１０， ｐｐ．８８６－９１７；郝
诗楠、唐世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时间》，载《社会经济体制比较》，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第 １９４—２０５ 页；叶成城、黄振

乾、唐世平：《社会科学中的时空与案例选择》，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１４５—１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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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部权力结构、意识形态偏好和强制权力的资源约束。① 以英法为例：英国本土的

分权治理传统、对贵族的包容度以及更严格的行政约束等统治意识形态使英国殖民者

倾向于与当地精英合作，间接统治殖民地；相反，受本土的中央集权统治模式和共和主

义意识形态影响，法国对非洲殖民地的传统精英抱有强烈敌意，殖民地行政系统运行

受到的约束比英国小，②使得法国殖民者更倾向于摧毁殖民地原有的传统政权，在殖

民地实施直接统治。

第二种是殖民者进入前的当地传统集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程度。③ 若当地

传统社会政治集权程度高，那么殖民者就可能遇到更强有力的抵制，更容易和当地族

群精英妥协。 同时，当地较高的集权制度安排使得殖民者有了间接统治可资利用的治

理设施，降低了殖民统治的行政成本。 若当地社会政治集权程度低，殖民者在该区域

扩张的成本就比较低。 同时，由于当地缺乏可资利用的治理机构，殖民者为了建立稳

定的治理模式不得不实施直接统治。 尽管这一因素解释了部分殖民地统治策略的差

异，但并不具有决定意义。 对英法殖民地地方行政管理数据以及传统政权存续性数据

分析的结果显示，当殖民者进入前的当地传统社会政治集权程度更高时，英国殖民者

会给予本地精英更多赋权，采取间接统治的模式。 但是法国的殖民统治却不存在这种

赋权互动模式。④ 在殖民扩张中，即使法国遭遇集权程度很高的传统政权的顽强抵

抗，也往往会不惜代价将宗主国的行政管理体系延伸到殖民地。 路西·迈尔（Ｌｕ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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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Ａｓｉｗａｊｕ， “Ｔｈｅ Ａｌｅｋｅｔｕ ｏｆ Ｋｅｔ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ｎｉｍｅｋ ｏｆ Ｍｅｋ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ｗｏ Ｙｏｒｕｂａ
Ｒｕｌ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Ｆｒｅｎｃｈ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Ｒｕｌｅ，” 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ｒｏｗｄｅｒ ａｎｄ Ｏｂａｒｏ Ｉｋｉｍｅ， ｅｄｓ．，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ｈｉｅｆｓ：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Ｒｕｌ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Ｉｆ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ｆ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０， ｐｐ．１３４－
１６１；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ｒｏｗｄｅｒ，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Ｒｕｌ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１９６８， ｐ．５４０； Ｂａｒｏｎ Ｈａｉｌｅｙ， Ａｎ Ａｆｒｉ⁃
ｃ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ｈａｒ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８；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 Ｓ． Ｍｉｌｅｓ， Ｈａｕｓａｌａｎｄ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Ｎｉｇｅｒ， Ｉｔｈａｃ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所谓行政资源约束限制，即宗主国人口经济体量相对于殖民地的总人口和经济总量的占比决定了管理

单位殖民地人口可从宗主国获得的人力以及资源支持，进而影响殖民者的统治策略。 以英法为例，１９２１ 年，拥有

４０００ 万本土人口的法国统治着全球 ５５００ 多万殖民地人口，而本土人口为 ４４００ 万的英国则统治着大约 ４ 亿殖民

地人口。 如果两国能从本土吸收同样多的潜在殖民管理者，那么法国殖民政府对单位殖民地人口进行管理所雇

用的欧洲行政官员就必然大幅超过英国。 １９３８ 年，法国殖民统治在法属西部和赤道非洲每百万居民雇用了 ２５０
名行政人员。 相比之下，１９３９ 年在英属非洲殖民地，每百万居民中只有 ２９ 名行政管理人员。 参见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Ｈｅｒｂｓｔ，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ｉ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非洲社会在殖民者进入之前社会形态迥异，有的地方存在类似国家政权的制度安排，有的地方没有任何

政治集权的制度存在，这种差异会影响殖民策略。 参见 Ｍｅｙｅｒ Ｆｏｒｔｅｓ ａｎｄ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ｖａｎ Ｅｖａｎｓ⁃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４０。

Ｃａｒｌ Ｍüｌｌｅｒ⁃Ｃｒｅｐ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Ｒｕｌｅ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４， Ｎｏ．４， ２０２０， ｐｐ．７０７－７１４．



Ｍａｉｒ）发现英国对间接统治策略存在强烈偏好，其在一些地区采取直接统治往往是不

得已的选择，而且这种选择有时只是暂时策略，最终仍会回归间接统治。① 如在尼日

利亚东南部、肯尼亚北部和乌干达，英国殖民者推动间接统治的尝试曾一度受挫，被迫

投入大量行政资源实施直接统治，但是由于不堪承受庞大行政体系的维护成本，英国

殖民者在后期通过培养当地精英最终转换为间接统治模式。②

综上所述，决定殖民策略选择的因素包括宗主国本土的集权风格、意识形态偏好

和行政资源的硬约束，这些因素均为殖民地宗主国的原生性特征，独立于殖民地的族

群结构，并不会对族群冲突的烈度产生直接影响。③ 换言之，决定殖民者统治策略选

择的因素外生于族群冲突的因果解释逻辑，不太可能干扰从殖民者策略选择到非对称

结构再到族群冲突的因果机制。④

殖民者在推进间接统治的过程中，依靠“少数派”是一个重要的统治原则，即培植

和依靠经济上占优势的少数族群制衡多数以实现稳定统治。 在依靠少数派的统治策

略中，殖民者常常用经济奖赏确保少数族群的忠诚，特定少数族群更易获得西方技术

和资本的支持，在贸易、市场和产业结构中占据顶端，从而获得与其人口占比不相称的

经济实力。 与此同时，殖民者不仅在选用文官上优待特定少数族群，如英国人在尼日

利亚大量任用少数族裔伊博人；还通过制度设计使得人口占少数的族群在地方代议制

机构中获得优势地位，如英国殖民者在津巴布韦设计特殊的选举制度安排，使得人数

远少于邵纳人的恩德贝勒人获得和前者相同的议席。 在殖民者主导的治理体系中，殖
民者扶持的少数族群占有大部分经济资源并保持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而人口占优势

的多数族群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受到排斥。 殖民者培植少数派的实质是人为挑动不同

族群之间的矛盾以确保殖民统治的稳定。 在霍罗威茨看来，这种做法使殖民地族群之

间的文化分野变成了具有竞争属性的政治分化，为未来的族群冲突埋下伏笔。⑤ 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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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Ｌｕｃｙ Ｍａｉｒ，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７．

当然，在推进殖民统治的过程中，英法都会调试各自的治理策略。 例如，法国未能彻底征服莫西帝国，最
终与布基纳法索的当地精英建立了合作关系，但殖民地的行政和司法权力实质上由法国殖民当局控制。 英国征

服加纳阿散蒂王国后将其置于总督的直接统治之下，但阿散蒂人的持续反抗迫使英国允许原有的土著王室精英

在 １９１９ 年恢复地位，最终建立了对阿散蒂人的间接统治模式。
另外一些研究数据也表明，非洲的冲突（包括族群冲突）在殖民时代之前很少，在殖民时期增加，非洲国家

独立后剧增。 参见 Ｊａｍｅｓ Ｆｅｎｓｋｅ ａｎｄ Ｎａｍｒａｔａ Ｋａｌａ， “１８０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ｈｏｃｋ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ｌａｖｅ Ｔｒａｄｅ，”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１２６， ２０１７， ｐｐ．６６－７６； Ｌａｒｓ⁃Ｅｒｉｋ Ｃｅｄ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Ｗｉ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Ｂｒｉａｎ Ｍｉｎ，
“Ｗｈｙ Ｄ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Ｒｅｂｅｌ？ Ｎｅｗ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６２， Ｎｏ．１， ２０１０， ｐｐ．８７－１１９。

决定殖民统治策略选择的因素具有外生性特征，因此可以将殖民者采取统治策略视为分析对族群政经

结构及其后续族群冲突影响的相对独立变量。
Ｄｏｎａｌｄ Ｌ．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ｐｐ．９５－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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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因扶持少数派形成的非对称政经结构为殖民者退出之后爆发族群冲突提供

了结构性推动力。 因此，殖民者是否使用依靠少数派的统治策略是非对称结构形成的

关键。

与间接统治相反，另有一些殖民地采用直接统治策略（见表 ３）。① 由于殖民者在

当地直接派驻官员，没有对特定少数族群进行特别扶持，原本在当地人口占多数的族

群在殖民统治时期维持着相对优势地位，因此在独立后形成较为对称的族群结构。 如

法国在西非实行直接统治的殖民策略，使塞内加尔、贝宁和布基纳法索等地形成了对

称族群政治经济结构。

表 ３　 不同统治策略下的非洲殖民地

“少数派”统治
安哥拉、布隆迪、津巴布韦、吉布提、几内亚、乌干达、尼日利亚、塞
拉利昂、刚果（布）、卢旺达、乍得、加蓬等

直接统治 塞内加尔、贝宁、布基纳法索等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在对称结构下，多数族群缺乏动机而少数族群缺乏能力推动激进的再分配，抑制

了高烈度族群冲突的爆发；非对称结构则为多数族群激进的集体行动提供了有利的机

会结构。 在殖民统治时期，非对称结构不一定引发剧烈的族群冲突。 这一方面是因为

殖民者的强势监管，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口占据少数的族群仍旧依靠殖民者设计的权力

分配制度获得了具备优势的政治影响力。 但随着殖民者的退出，少数族群在政治权力

配置和经济资源分配上都占优势的结构逐步受到挑战。

（三）从非对称结构到族群冲突的过程追踪

在分析族群政治经济结构决定性因素的基础上，下文将对非对称结构导向高烈度

族群冲突的路径进行过程追踪，以便更深入地识别族群冲突演进的关键节点。 具体路

径如下。

（１）独立初期，国内族群在殖民地政府主导下达成协议，暂时达成均衡的权力分

享结构。 殖民地独立初期往往有一段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蜜月期。 例如，津巴布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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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两分法是长期以来学界形成的一个认识殖民统治的有用框架，但两者并非完全绝

对。 一些非洲国家有被不同殖民国统治的经历，同一个殖民国在不同时期统治策略也有差异，但其主要的殖民统

治模式依然可以识别。 尼日利亚可以视为殖民“混合统治”的特例。 英国在尼日利亚北部实行间接统治，在南部

实行直接统治，但尼日利亚的“混合统治”未影响其主要依靠南部伊博人进行“少数派”统治的殖民策略。 详见后

文尼日利亚的案例分析。



在英国监督下达成权力分享协议。 该国独立初期族群关系较为稳定，维持了较快的经

济增长，且不同族群都能从中获益。
（２）殖民势力完全撤出后，确保特定少数族群获得不对称席位和政治影响力的制

度约束逐渐弱化。 殖民者留下的民主制使得以族群为组织维度的动员模式兴起，人口

占优的族群依靠本族裔的选票支持逐步主导政局。 以卢旺达为例，原本居于被统治地

位的胡图族依靠本族群的人数优势获得主导性的政治权力，在公投中废除了图西族控

制的君主政体。① 由于胡图族在经济资源分配特别是土地占有上仍处于弱势地位，其
内部出现越来越多要求再分配的声音，以谋求族群之间的“经济平等”。

（３）前殖民地国家在经历一段经济增长和族群关系稳定的蜜月期之后，开始出现

经济增长下滑、贫富差距拉大和腐败日益严重等问题。 多数族群的执政精英为了维持

本族群选民的支持，选择迎合派系内部的激进主义，将本族群的经济困境归咎于在经

济上占优势族裔的“剥削”，并试图通过强制的财富再分配结束“不平等”的经济现状。
在津巴布韦，罗伯特·穆加贝（Ｒｏｂｅｒｔ Ｍｕｇａｂｅ）面对经济下滑、腐败加剧等执政不稳定

因素，抛弃了之前与不同族群妥协合作的方针，转而迎合本族群内部的激进势力推动

土地再分配改革。
（４）多数族群主导的政府推行激进政治经济政策。 多数族群主导的政府一方面

清洗殖民地时期留存下来的官僚团队，建立本族群分肥的政治结构以确保忠诚；另一

方面对土地和财富强行再分配，同时对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进行国有化。 这些措施使

得原本经济占据优势地位的族群利益受损，激起其政治反抗并演变为剧烈的族群冲

突。 与族群关系恶化相伴而生的是基本产权制度遭到破坏和经济衰退。
（５）激进再分配往往无法实现财富均等化的目标。 在再分配的过程中，多数族群

的精英成为特权阶层。 再分配政策遗留下来的干预主义和管制结构加剧了寻租和腐

败，使经济不平等问题恶化，推动了新一轮族群冲突爆发。 受到破坏的产权制度和市

场秩序造成经济加速衰退，形成族群冲突与治理退化的恶性循环。
在上述路径演化过程中，宗主国退出和殖民地独立初期的选举制度是非对称结

构下再分配机制触发的重要节点。 此外，后续的案例研究将揭示独立后另外一些外

生性因素有着催化或者阻断再分配机制的作用，这些因素会影响族群冲突的烈度。②

理论上，少数族群地区发现新的自然资源和域外少数族群移民的迁入会加剧族群冲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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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ａｈｍｏｏｄ Ｍａｍｄａｎｉ， Ｗｈｅｎ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Ｋｉｌｌｅｒｓ：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Ｎａｔｉｖ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ｉｎ Ｒｗａｎｄａ，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０， ｐｐ．４１－７５．

叶成城、唐世平：《第一波现代化：一个“因素＋机制”的新解释》，载《开放时代》，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第 １１９—
１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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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属于催化因素；降低族群认同的行政区划和限制族群动员规模的制度性安排（如

限制族群选举得票率门槛）则会弱化再分配机制，减少族群冲突烈度，属于遏制因素。

四　 对四个非洲前殖民地国家的考察

科学的案例选择和分析对因果机制的展示非常重要，国内外的案例选择方法近年

来得到较快发展。 有研究者提出在恰当的时空情景下选择案例是准确识别因果机制

的重要前提。① 强调案例选择的时空一致性有助于达成约翰·密尔（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

所期待的案例之间最优的同质性假设，②也符合亚当·普沃斯基（Ａｄａｍ Ｐｒｚｅｗｏｒｓｋｉ）等

提出的“最相似系统”原则。③ 选择具有时空同质性的案例有助于避免样本选择性偏

差带来的干扰，实现对案例的动态比较，增强案例的内部有效性。 在案例选择保持时

空一致性的基础上，为更有效地分析因果机制与多重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本文选取

正面案例、负面案例和半负面案例进行考察。

在传统案例分析法中，正面案例指那些机制没有受到阻碍而出现预期结果的案

例，负面案例指机制受到阻碍没有出现预期结果的案例。 传统的正负面案例选择法没

有充分考虑与理论预期的拟合度问题，尤其是负面案例与理论预期的拟合度问题，④

使作为自变量的初始条件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大打折扣，而让负面案例本身与理论预期

之间形成了直接冲突。 因此，本文认为正面案例和负面案例都应当是符合理论预期

的，正面案例指出现初始条件并沿着机制导向预期结果的案例，负面案例指没有出现

初始条件、无法触发机制而出现另外一种结果的案例。 半负面案例则融合模糊集的思

想，用于分析那些具备初始条件、因变量预备发生变迁并因为遏制和催化因素的影响

导致预期结果不稳定的案例。 引入半负面案例有助于更精准地识别机制，更充分地展

现不同因素组合对核心机制的影响。 鉴于半负面案例在因果解释上有独特而重要的

意义，下文将用更多篇幅分析半负面案例。

非洲是全球族群冲突最为显著的地区。 基于理论和案例选择的时空规制原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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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叶成城、黄振乾、唐世平：《社会科学中的时空与案例选择》，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１４５—１５５ 页。

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Ｌｏｇｉｃ， Ｒａｔｉｏｃｉｎ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 Ｂｅｉｎｇ ａ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ｐ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８８４， ｐｐ．３６０－３６２．

Ｈｅｎｒｙ Ｔｅｕｎｅ ａｎｄ Ａｄａｍ Ｐｒｚｅｗｏｒｓｋｉ，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ｉｌｅｙ⁃Ｉｎ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７０， ｐｐ．３４－３９．

周亦奇、唐世平：《“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与机制辨别———北约与华约的命运为何不同》，载《世界经济与

政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第 ３２—５９ 页。



文选取津巴布韦、卢旺达、塞内加尔和尼日利亚四个非洲前殖民地国家作为分析对象。

四个国家都经历过殖民统治、独立时间接近、有较为复杂的族群结构并且都存在族群

资源财富占有和分配的不平等问题，但四个国家却呈现出不同的族群冲突烈度。 本文

从独立后族群冲突的频率、持续时间、冲突规模和累计伤亡等维度综合分析族群冲突

的烈度，具体涉及独立后经历的大规模种族屠杀频次、族群冲突的累计持续时间、独立

至今族群冲突死亡总人数和族群冲突死亡人数占总人口比例等指标。①

由表 ４ 可知，在四个前殖民国家中，卢旺达独立后族群冲突持续时间长，且曾经发

生过针对特定种族的大屠杀，造成伤亡人数的占总人口比例极大，遭遇了极高烈度的

族群冲突。 津巴布韦独立后，曾发生了针对恩德贝勒族的种族屠杀，白人居民也大量

逃亡。 该国族群冲突的持续性较长、造成了较大的伤亡，属于族群冲突烈度高的国家。

独立后的塞内加尔没有发生种族屠杀。 虽然塞内加尔的冲突持续时间较长，但事实上

处于打打停停的状态，多次签订和平协议，且伤亡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小，因此属于低烈

表 ４　 四个案例的族群冲突及其烈度

国家
种族屠杀

频次

族群冲突
持续时间
累计（年）

族群冲突死亡
人数超过 １０００ 人
年份累计（年）

族群冲突
死亡人数

累计

族群冲突死亡
人数占总人口

比例（％）

族群冲突
烈度

卢旺达 １ １７ ５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６ 极高

津巴布韦 １ ９ ４ ３２０００ ０．３１ 高

尼日利亚 １ ５ ４ １６９５００ ０．１８ 波动

塞内加尔 ０ １０ ０ ５０００ ０．０７ 低

　 　 资料来源：Ｔｈｅｒｅｓｅ Ｐｅｔｔｅｒ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ｇｎｕｓ Öｂｅｒ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１９８９－２０１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５７， Ｎｏ．４， ２０２０， ｐｐ．５９７－６１３； Ｎｉｌｓ Ｐｅｔｔｅｒ Ｇｌｅｄｉｔｓｃｈ，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１９４６－
２００１： Ａ Ｎｅｗ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３９， Ｎｏ． ５， ２００２， ｐｐ． ６１５ － ６３７； Ｊｕｌｉａｎ
Ｗｕｃｈｅｒｐｆｅｎｎｉｇ， ｅｔ ａｌ．， “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６４， Ｎｏ．１， ２０１２， ｐｐ．７９－１１５； Ｐｅｔｅｒ Ｂｒｅｃｋ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１４００ 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Ｕｔｒｅｃｈｔ：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ｔ Ｕｔｒｅｃｈ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ｇｅｈ．ｎｌ ／ ｄａｔａ＃ｃｏｎｆｌｉｃｔ，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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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 ４ 是综合资料来源的多个数据库交叉验证的结果，一些缺乏交叉验证的集体性暴力事件未计算在内。
本文死亡数据为直接军事冲突或对特定族群造成的屠杀行动的死亡人数之和，未包含冲突造成的间接死亡人数

以及难民数量。 族群冲突死亡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以 １９９０ 年人口数据为基数计算。 根据津巴布韦天主教正义与

和平委员会等统计，在古库拉洪迪行动中被邵纳族武装部队杀害的恩德贝勒族人数大概介于 ３７５０—３００００ 人之

间，本文采用 ２ 万人。 １９６６ 年尼日利亚政变失败之后，当年 ５—９ 月，居住在尼日利亚北部的伊博族成为豪萨族的

屠杀目标，死亡人数介于 ８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人之间，参见 Ｈｅｌｅｎ Ｃｈａｐｉｎ Ｍｅｔｚ，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ＧＰＯ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彼得·布里奇提供了较为精确的死亡人数，为 １９５００ 人，刚好也接

近梅茨所预估的死亡人数区间的中位数，因此本文选取布里奇所提供的死亡人数来评估此次屠杀的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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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族群冲突。 尼日利亚的族群冲突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征，其在独立初期经历过激烈

的族群冲突，但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后，伤亡超过 １０００人以上的族群冲突减少，冲突的形态出现

新变化。 尼日利亚族群冲突的烈度事实上处于激烈—缓和交替的过程，具有明显的波动性。
本文认为，四个案例在族群冲突烈度上的差异源于其不同的族群政治经济结构。

在不同的殖民统治政策下，各国形成了不同的族群政治权力分享和经济财富分配初始

结构，在初始结构导向族群冲突的过程又受到催化和遏制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了不

同的冲突烈度。 卢旺达和津巴布韦是正面案例，两国都因少数派统治策略形成了非对

称族群政经结构。 卢旺达的非对称结构在向族群冲突的演化过程中不仅触发了激进

的再分配机制，同时受到少数族群境外军事力量威胁等催化因素影响，导致了大规模

种族屠杀，属于极高烈度族群冲突。 津巴布韦的非对称结构导向了激进的财富再分配

和对少数族群精英的清洗，属于高烈度族群冲突，但其族群冲突的烈度低于卢旺达。
作为负面案例的塞内加尔具有对称族群政经结构，不具备非对称结构的初始条件，同
时受到限制族群政党发展的制度设计等遏制因素的影响，最终导向低烈度族群冲突。
尼日利亚具备初始条件的非对称族群政经结构，其导向族群冲突的过程受到催化和遏

制因素交叉影响，冲突烈度不断波动，为半负面案例（见表 ５）。

表 ５　 案例描述

案例
殖民时

统治策略
族群政经

结构
独立后族群行动

机会结构
遏制
因素

催化
因素

族群关系 案例性质

卢旺达 少数派统治 非对称 有不满 ／行动机会 无 有 极高烈度冲突 正面

津巴布韦 少数派统治 非对称 有不满 ／行动机会 无 无 高烈度冲突 正面

塞内加尔 直接统治 对称 无不满 ／行动机会 有 无 低烈度冲突 负面

尼日利亚 少数派统治 非对称 有不满 ／行动机会 有 有 冲突烈度波动 半负面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卢旺达和津巴布韦的案例说明，实行少数派统治原则所形成的非对称族群政经结

构为激进族群行动提供了有利的机会结构，爆发的族群冲突烈度更高。 其中，卢旺达

是本土族群之间的冲突；津巴布韦除了本土族群间的冲突外，还包括本土族群与外来

族群间的冲突。 受到催化因素的影响，卢旺达出现了种族屠杀等极高烈度的族群冲

突。 没有采取少数派统治策略的塞内加尔形成了对称族群政经结构，同时又受到遏制

因素的影响，其在独立后有着较为稳定的族群关系。① 半负面案例尼日利亚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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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时出现少数族群区域内发现石油资源、域外少数族群移民和打压狭隘族群主义的

制度设计等催化和遏制因素，将对非对称族群政经结构导向族群冲突的因果机制产生

波动影响。 下文将逐一考察四个案例。

（一）卢旺达

卢旺达位于非洲中部，１８９０ 年成为德国的殖民地，１９１８ 年转由比利时代管。 比利

时在殖民统治期间采取依靠少数派的统治策略，扶持约占总人口 １８％的图西族来控

制占人口 ８０％左右的胡图族。 被殖民以前，图西族和胡图族在语言、文化和体格上的

差异并不大。 传统上，图西族拥有生产资料（主要是牛），而没有生产资料的牧牛人是

胡图族。 比利时为推行“以夷治夷”的治理策略，开始逐渐强化两族之间的身份识别，

选择鼻梁更高、肤色更浅的图西族作为扶持族群。 殖民者选择以是否有十头牛作为划

分族群身份的标准，这种区分方式强化了图西族在卢旺达政治经济资源上的支配地

位，胡图族则被进一步边缘化。 殖民者引入身份证制度识别族群归属，导致原本文化

意义上的族群身份认同转变为可辨识的政治身份归属，两族之间日渐加大的经济财富

差距和政治地位差异导致双方隔阂日益增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卢旺达独立运动愈演愈烈。 １９６１ 年，对局势逐渐失去控制的

比利时引入选举制度，通过公投方式废除了长期由图西族控制的君主制政权。 １９６２

年，卢旺达正式独立。 独立后，人口占据多数的胡图族通过选举逐渐掌握政权，胡图族

民族运动领袖格雷戈瓦·卡伊班达（Ｇｒｅｇｏｉｒｅ Ｋａｙｉｂａｎｄａ）依靠本族群的多数优势开始

长达 １１ 年的执政。 在此期间，卡伊班达不断扩大胡图族的政治权利，但也曾试图推动

两族和解，没有对图西族在商业、教育和宗教等方面的优势地位采取过激措施。 胡图

族内部激进势力对卡伊班达的不满日益滋生，后者最终在 １９７３ 年被朱韦纳尔·哈比

亚利马纳（Ｊｕｖｅｎａｌ Ｈａｂｙａｒｉｍａｎａ）领导的武装政变推翻。 新政权鼓励胡图族向图西族

控制的土地迁徙，这一政策的实质是重新分配图西族拥有的土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卢旺达主要出口作物咖啡豆的价格大幅下跌，该国经济形势不断恶化。 为了维持胡图

族对自己的支持，哈比亚利马政府控制的媒体极力鼓吹一种名为“胡图人权力（Ｈｕｔｕ

ｐｏｗｅｒ）”的意识形态，煽动胡图族对图西族的仇恨并鼓励民间暴力争夺土地。① 与此

同时，图西族移民在邻国乌干达建立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始终是哈比亚利马纳政府的巨

大威胁，也是胡图族暴力升级的重要催化因素。 １９９４ 年，哈比亚利马纳乘坐的飞机被

击落，胡图族和图西族间的冲突演变为种族屠杀，有 １００ 多万图西族人和立场温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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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图族人被杀害。① 随后，卢旺达爱国阵线发动反攻推翻胡图族激进分子的统治，又

有 ２００ 多万胡图族人因害怕报复而流亡到其他国家。

从卢旺达族群冲突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出，在少数派统治模式下，卢旺达形成了非

对称族群政经结构。 人口占比小但在经济生产资料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图西族与人口

占比大但在经济上处于劣势的胡图族之间的分化日益加剧。 随着殖民者逐步退出和

卢旺达取得独立，人口占优势的胡图族在选举中废除了图西族长期控制的王室，并且

逐渐主导了政府部门，试图推动民族和解的温和势力逐渐被胡图族内的激进势力所替

代。 为摆脱经济下滑造成的执政危机，新掌权胡图族精英针对图西族采取更加激进的

资源财富再分配和种族排斥政策。 与此同时，邻国乌干达大量的图西族移民始终是胡

图族统治的重大威胁，也是其发动屠杀的重要催化因素。 卢旺达的案例显示了在非对

称结构下，人口占优势的族群如何主导政府推动激进再分配，同时在境外少数族群移

民等因素的催化下，最终演变为极高烈度的族群冲突。

（二）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于 １８８８ 年成为英国殖民地，大量白人到津巴布韦定居开办农场。 １９８０

年津巴布韦独立时，白人人口达到 ３０ 万，约占总人口的 ８％。 在以农业为主体的津巴

布韦，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土地占有极端不均，白人控制了 ７０％的肥沃土地，并在英国

政府的支持下掌握罗德西亚（津巴布韦前身）政府的主导权。②

在推进殖民统治的过程中，特别是两次马塔贝莱战争（Ｍａｔａｂｅｌｅ Ｗａｒ）期间，英国

遭遇了包括恩德贝勒族和邵纳族在内的黑人部族的顽强抵抗。 英国殖民者逐步转换

殖民策略，在保证白人殖民者特权地位的基础上采取差异化策略区别对待不同族群。

通过拉拢人口居于少数的恩德贝勒族来压制人口居于多数的邵纳族，以此挑动黑人内

部矛盾。 在第二次马塔贝莱战争中，殖民者对恩德贝勒族采取武力威胁与拉拢、和谈

并用的政策，不仅准许放下武器的恩德贝勒人返回故土，而且授予部分恩德贝勒酋长

受薪职位。 与此相反，对于参与叛乱的邵纳族，殖民者的镇压较为残酷，造成邵纳人的

居住区域发生大面积饥荒。③

这种差异化策略一直延续到殖民政府后期对津巴布韦的管理。 殖民者通过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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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和通行证系统强化族群之间的身份差异，在就业和薪资制定上公然歧视邵纳人、抬

高恩德贝勒人，认为恩德贝勒人是“好工头”，而邵纳人只能做工人。① 在权力分配上，

殖民者有意打压邵纳人、扶持恩德贝勒人，尤其是不顾邵纳人人口四倍于恩德贝勒人

的事实，在殖民地议会和酋长数量上为两族安排相同的席位。② 由于人口占极少数的

白人获得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地位以及殖民者有意扶持人口占少数的恩德贝勒族压制

人口占多数的邵纳族，导致津巴布韦在殖民时期形成了非对称族群政经结构。

随着反殖民运动的兴起，黑人开始通过激进行动维护自身的政治权利，迫使英国

人考虑在津巴布韦全面落实民主选举制。 但以伊恩·史密斯（Ｉａｎ Ｓｍｉｔｈ）为代表的白

人政治势力竭力阻止扩大黑人的政治权利，白人殖民者在 １９７０ 年推动罗德西亚独立，

并通过新宪法成立共和国，宣布不再向英国国王效忠。 新宪法规定黑人和白人要分开

名册投票，议席分配根据各方投票人名册的纳税总额来确定，这使得白人在国会中占

有 ５０ 席，而黑人仅占 １６ 席。③ 这种制度设计引起了黑人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 随

着南非放弃对罗德西亚白人政权的支持，黑人游击队活动以及英国施压迫使白人政权

逐步妥协。 １９７８ 年达成的《内部解决方案》确立了民主选举原则，但仍保留白人不成

比例的政治特权：１００ 个国会席位为白人预留了 ２０ 个；内阁 １ ／ ４ 的职位由白人出任；

警察、军队、司法和公务员队伍仍由白人掌控。 这一协定得到部分黑人温和派的支持，

但遭到以罗伯特·加布里埃尔·穆加贝（Ｒｏｂｅｒｔ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Ｍｕｇａｂｅ）为代表的津巴布韦

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 Ｆｒｏｎｔ）的反对。④

１９７９ 年，在英国主持下签署的《兰开斯特协定》允许白人在国会中保有一定比例席位，

同时规定津巴布韦独立后十年内不能推动强迫性质的土地再分配。

津巴布韦于 １９８０ 年正式独立。 独立初期，津巴布韦爱国阵线依靠恩德贝勒族和

邵纳族的支持获得执政权。 在协定约束和外部力量的监督下，穆加贝等黑人民族主义

者在独立初期尊重协定内容，没有推动激进的土地改革。⑤ 这一时期，津巴布韦不仅

实现粮食自给还能大量出口，恩德贝勒族和邵纳族之间也能和平相处。

随着殖民者完全退出，协议的约束力逐步减弱，以族群为主体的动员模式使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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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占据优势的族群开始占据议席多数，津巴布韦的政治生态越来越多地受到族群激进

势力的影响，以族群为界限的政治权力争夺日渐激化。 人口占多数的邵纳族执政精英

为了争取本族群选民的支持，迎合族群内部的激进主义势力，打压白人和恩德贝勒人

的政治生存空间。 史密斯在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被取消议员资格，穆加贝更是在同年 ９ 月把

白人的预留议席全部取消。 随着津巴布韦经济因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而陷入困境，同时

也是为了转移其面临的腐败指控，穆加贝政府采取强制措施推动激进的再分配改革，
以极低的价格强制赎买或者没收白人农场，对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进行国有化。

与此同时，为了压制恩德贝勒族的政治空间，穆加贝政府实施 “古库拉洪迪

（Ｇｕｋｕｒａｈｕｎｄｉ）”行动，全面搜捕代表恩德贝勒族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Ｕｎｉｏｎ）领导层，由邵纳族组成的第五旅对恩德贝勒族精英进行大规模

清洗。 一系列激进政策造成了严重后果：一方面，津巴布韦白人大量出逃，经营现代农

业所需的管理、技术和资本大幅流失，①西方制裁加大和外资规模急剧萎缩给津巴布

韦的农产品出口造成毁灭性打击；另一方面，穆加贝政府对恩德贝勒族的压制和屠杀

造成族群关系急剧恶化，马塔贝莱兰地区恩德贝勒人地方民族主义逐步壮大，谋求联

邦制、民族自决和独立的呼声越来越大，双方冲突的烈度不断上升。 在激进的再分配

过程中，政府干预的强化造成寻租和腐败加剧，促使新的特权阶层的产生，加剧了社会

不平等。 在狂热的族群政治运动中，津巴布韦原有的技术官僚团队遭到清洗，治理团

队和治理技术出现断层，②治理绩效较殖民时代和白人少数统治时期大幅退化。 这些

因素反过来进一步激化了族群冲突。
津巴布韦在独立前有着非对称的族群政经结构。 人口占少数的白人占有绝大多

数土地，通过独特的议席选举制度设计使白人享有政治事务的主导权。 同时，殖民者

还在政治上扶持恩德贝勒族制衡人口占多数的邵纳族。 独立之后，选举制的引入使得

占津巴布韦人口绝对多数的黑人获得了政治主导权，但在独立初期和平协议的约束

下，白人和人口占少数的恩德贝勒族仍能够维持一定的政治地位和表达渠道，国内族

群关系保持相对稳定。 但当出现经济下滑和腐败等问题时，穆加贝政府开始迎合族群

内部激进派的经济诉求，采用强制措施重新分配白人农场主的土地，并对私有企业和

外资企业进行强制国有化。 穆加贝政府对恩德贝勒族的政治精英进行全面清洗，确立

了邵纳族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 这一系列激进举措导致白人大量外逃，造成了产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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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破坏、营商环境大幅恶化和外资大量撤离，土地再分配不仅没有解决不平等问题，反

而催生了新的特权阶层，使津巴布韦陷入族群冲突和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

（三）塞内加尔

塞内加尔为负面案例。 与正面案例卢旺达和津巴布韦不同，塞内加尔殖民拥有对

称族群政经结构，没有高烈度族群冲突。 塞内加尔位于西非，主要族群有沃洛夫族

（４３％）、颇尔族（２４％）和谢列尔族（１５％），族群构成状况较为复杂。 作为非洲族群治

理的典范，塞内加尔已经顺利完成了四次和平的权力交接和三次政党轮替，被称为西

非的“稳定岛”。

１８６４ 年，塞内加尔沦为法国殖民地。 法国人在武力征服的过程中遭到部族酋长

势力的顽强抵抗，因此对利用酋长的间接统治模式极为怀疑，更愿意推行一系列同化

政策确保统治的长期稳定。① 在法属西非行政系统中，殖民者依次设立了殖民部长、

大总督和领地总督等层级，在各个领地也建立了直达基层的完整行政系统。 通过设立

严密的行政体系，法国将本土的中央集权体制照搬到殖民地，大大削弱部族酋长的权

力。 虽然法国为直接统治模式付出了巨大的行政成本，但也使其不需要通过扶持少数

族群制衡多数族群的方式来稳定统治秩序。②

法国没有对塞内加尔的不同族群进行差别化统治。 如在雇用基层官员时，由于没

有特别扶持某个族群，沃洛夫族因人口占比更高而获得了更多的基层职位。 法国殖民

者推行的同化策略针对所有族群，极力推广法语和开办学校以提升不同族群对法兰西

的认同，压制对本土族群的认同。③ 在经济上，殖民者将原有的村社公有土地收归国

有，强制推动花生作为单一经济作物。 这些政策针对所有族群，没有哪个族群因为殖

民者进入而获得经济特权地位。 法国对所有族群采取一视同仁的殖民政策，因此不同

族群之间的分化并不突出，直到独立初期各族群的政治经济资源分配情况与其人口占

比是对称的。 对称族群政经分配结构没有为大规模族群集体行动提供相应的机会结

构，使塞内加尔缺乏高烈度族群冲突的结构性推动力。

塞内加尔 １９６０ 年取得独立后的制度安排进一步降低了冲突烈度，利奥波德·桑

戈尔（Ｌéｏｐｏｌｄ Ｓｅｎｇｈｏｒ）统治时期，塞内加尔仅仅推行了有限民主制度，执政党塞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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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民主联盟（Ｓｅｎｅｇａｌｅｓ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Ｂｌｏｃ Ｐａｒｔｙ）始终保持一家独大，并对其他党派采

取软硬兼施的合并、取缔和镇压政策。① 这种举措限制了以族群为基础的选举动员模

式的发展，使得企图利用族群议题的反对党长期得不到合法地位而趋于分裂和瓦解。

１９７６ 年塞内加尔国会修改宪法，开始有限地允许反对党的存在，但还是严格限制按照

族群组建政党。

１９８０ 年桑戈尔主动辞去总统职位，实现首次和平的权力交接。 阿卜杜·迪乌夫

（Ａｂｄｏｕ Ｄｉｏｕｆ）接任总统职位后，开始加速民主化进程，逐步取消对组党的限制。 ２０００

年，塞内加尔实现了第二次权力交替和首次政党轮替，来自民主党的阿卜杜拉耶·瓦

德（Ａｂｄｏｕｌａｙｅ Ｗａｄｅ）接任总统一职，结束了塞内加尔社会党（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Ｓｅｎｅ⁃

ｇａｌ）４０ 年的统治。② 在后来的两次政党轮替过程中，塞内加尔的族群关系也基本保持

稳定。 虽然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民主化进程触发了长期悬而未决的卡萨芒斯（Ｃａｓａ⁃

ｍａｎｃｅ）分离运动，③但是推动卡萨芒斯独立的朱拉人只占塞内加尔人口的 ４％，影响十

分有限。 随着反政府武装卡萨芒斯民主力量运动（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Ｃａｓａｍａｎｃｅ）陷入内部分裂，萨利夫·萨迪奥（Ｓａｌｉｆ Ｓａｄｉｏ）等部分反政府武装领导人在

２０１４ 年宣布单方面停火，卡萨芒斯和平进程逐步加快，推动塞内加尔的族群关系更趋

稳定和谐。

在塞内加尔案例中，法国殖民者采取了直接统治的方式，对不同族群的政策较为

一致，在任命基层官员和配置殖民产业上没有扶持特定族群，使塞内加尔延续了对称

均衡的族群政治经济结构。 人口占优的沃洛夫族在政治经济资源上也占有相应优势，

缺乏诱发族群冲突的结构性推动力。 与此同时，塞内加尔限制族群政党等制度设计也

抑制了族群行动激进化，使该国只存在较低烈度的族群冲突。

（四）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属于半负面案例，具备非对称族群政经结构。 尼日利亚独立后，受多重

催化和抑制因素的影响，该国的族群冲突烈度存在波动，出现了与一般非对称结构的

前殖民地国家不同的族群冲突模式和国家建构过程。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 ２５０ 多个部族。 最具影响力的族群有三

个：豪萨—富拉尼族（３０％）、约鲁巴族（２０％）和伊博族（１７％）。 豪萨—富拉尼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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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北部，信仰伊斯兰教，在殖民者进入前主导着富拉尼游牧帝国，深受阿拉伯文明的影

响。 相较于西部的约鲁巴族和东部的伊博族，北部在殖民者进入之前制度结构完整且

文明程度较高，在尼日利亚居于主导地位。 英国人自 １８６４ 年开始从尼日利亚南部沿

海向内陆迅速扩张，到 １９００ 年时统治范围已覆盖尼日利亚的南部和北部，北部的游牧

帝国在 ２０ 世纪初走向瓦解。 英国人对尼日利亚采取分区治理的策略：在南部，推行同

化策略和直接统治，竭力推广基督教和英语，引入经济作物改造南部地区的渔猎和原

始农业。 伊博人和约鲁巴人逐渐转向从事经济作物生产和工商业，大部分民众改信基

督教。① 在北部豪萨—富拉尼人聚居区，英国人采取间接统治策略，这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北部有完整的伊斯兰教行政体系。② 英国人在殖民地文官选用和经济贸易管理

上依赖南部部族，南部的伊博人在经济资源占有和分配上居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殖民

者治理策略的差异让南北发展出现逆转，传统上居于优势地位的北部部族逐渐在经

济、文化和教育方面落后于南部，尼日利亚形成非对称的族群政经结构。 这一结构存

在着爆发族群冲突的推动力，而殖民当局的政治制度安排则进一步触发非对称结构向

族群冲突演化的进程。

１９５４ 年，英国颁布《李特尔顿宪法》，确立了尼日利亚独立后的政治制度安排。

《李特尔顿宪法》以联邦制为原则，将尼日利亚分为北区、西区、东区、喀麦隆南区和拉

各斯直辖区五个部分，并设置联邦众议院作为最高立法机构，试图平衡尼日利亚不同

部族的利益。 但由于北区的人口优势以及殖民当局采用小选区制度，③联邦众议院的

席位分配明显有利于北方部族。 英国殖民当局根据尼日利亚第一次全境人口普查结

果分配议席，由豪萨—富拉尼族控制的北区获得了 １９４ 个联邦议席中的 ９２ 个，④大大

超过了伊博族和约鲁巴族控制的东区和西区。 虽然在东部和西部部族的强烈要求下

又进行了新一轮人口普查，但北区始终能够在议席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为独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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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Ｊｏｈｎ Ｍ． Ｃａｒｌａｎｄ， “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Ｃｒｏｗｎ Ｃｏｌｏｎｙ：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Ｓｉｒ
Ｗａｌｔｅｒ Ｅｇｅ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 １９００－１９１２，” Ａｌｂｉｏｎ： 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１２， Ｎｏ．４， １９８０， ｐｐ．３６８－３８６．

Ｌａｍｏｎｔ Ｋ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ａｂｏｎ Ｇａｒｉ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４， Ｎｏ．２， ２００３， ＤＯＩ： １０．１３５３ ／ ｃｃｈ．２００３．００４４．

小选区制度即单数选区制，指将国家划分为多个小选区，每个选区只能选出一名议员，而非按照比例分

配。 相较于大选区制和比例代表制，小选区制使得多数利益能够得到充分代表，但是少数群体却极难获得与其人

口占比相称的代表权。 英国将小选区制度移植到尼日利亚，在北部居于主导地位的豪萨—富拉尼族能够通过小

选区制度控制北部的绝大部分议席，同时又因为北部的议席在总议席上占据优势，这使得豪萨—富拉尼族能够依

靠小选区制度主导联邦政局。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９５９ －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ｃｎ． ｋｎｏｅｍａ． ｃｏｍ ／

ＮＧＥＬＳＴ２０１５ ／ ｎｉｇｅｒｉａ－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５９－２０１１，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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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萨—富拉尼族控制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提供了制度支撑。
在尼日利亚自治进程中，不同部族以及区域在英国的监督下还能保持相对的均衡

分权和有效合作。① 随着殖民者完全退出和尼日利亚独立，豪萨—富拉尼人依靠其在

北区议席中的优势地位在联邦政府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原本的权力均衡开始被打

破。 在 １９５９ 年议会选举中，代表豪萨—富拉尼族的北方人民大会党获得了北区 １７４
个联邦议席中的 １３４ 席，占比 ７７％，在联邦总议席中占比 ４２％。② 在 １９６４ 年议会改选

中，北方人民大会党获得了北区 １６７ 个联邦议席中的 １６２ 席，占比 ９７％，③控制了超过

一半的联邦议席，大幅超过了代表南部利益的尼日利亚国民会议党。 北部的豪萨—富

拉尼族依靠选举制度和人口优势获得全面主导联邦政局的能力。 获得联邦政府主导

权的豪萨—富拉尼族精英开始在联邦政府雇员和军官任命中扩大北方势力，造成南部

伊博族的强烈不满，有部族背景的军阀不断发动军事政变造成政局持续动荡。④ １９６６
年伊博族主导的政变未遂，导致部分居住在北方的伊博族遭到豪萨—富拉尼族的驱离

和屠杀。⑤

与此同时，一系列催化因素加快了尼日利亚族群冲突爆发的速率和烈度。 １９６７
年伊博族聚居区发现了大量油田，加剧了族群间资源占有和分配的非对称性，族群冲

突爆发的概率大大增加。⑥ 来自北部的雅各布·戈翁（Ｙａｋｕｂｕ Ｇｏｗｏｎ）领导中央政府

强行将油田划分出伊博族的管辖范围之外，引发伊博族强烈不满，促使伊梅卡·奥杜

梅格伍·奥朱古（Ｃｈｕｋｗｕｅｍｅｋａ Ｏｄｕｍｅｇｗｕ Ｏｊｕｋｗｕ）发起比亚法拉（Ｂｉａｆｒａ）独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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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英国殖民当局通过在联邦众议院中设置 ６ 名直接由殖民地总督任命的“特别议员”，来提升对议会的控

制力度，在英国退出的进程中平衡不同区域族群之间的利益。
第一次联邦选举中北方族群获得很大优势，参见 Ｌａｒｒｙ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Ｎｉ⁃

ｇｅｒｉａ：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８８， ｐ．５７；具体选举数据来自“Ｎｉｇｅｒｉａ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９５９－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ｃｎ． ｋｎｏｅｍａ． ｃｏｍ ／ ＮＧＥＬＳＴ２０１５ ／ ｎｉｇｅｒｉａ－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９５９－ ２０１１，访问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Ｄｉｅｔｅｒ Ｎｏｈｌｅ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ｒｅｎｎｅ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Ｔｈｉｂａｕｔ， ｅｄｓ．，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Ｄａｔａ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Ｌｅｉｔｈ 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Ｏｎ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 Ｎｏ．１， ２００１， ｐｐ．２１－３２．

Ｋｏｒｉｅｈ Ｊ． Ｃｈｉｍａ， “Ｂｉａｆ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ｇｂｏ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
ｉｅｓ， Ｖｏｌ．４８， Ｎｏ．６， ２０１３， ｐｐ．７２７－７４０．

一些定量研究表明，少数族群地区发现石油可能引发族群冲突。 参见 Ｈｕｉ Ｌｉ ａｎｄ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 “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Ｏ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ｎｓｅｔ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
ｖｉｅｗ， Ｖｏｌ．２， Ｎｏ．２， ２０１７， ｐｐ．１３５－１５８。 有关石油和族群冲突的案例分析，参见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 Ｙｉｈａｎ Ｘｉｏｎｇ ａｎｄ
Ｈｕｉ Ｌｉ， “Ｄｏｅｓ Ｏｉｌ Ｃａｕｓ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ｒａｃ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ｅｃｕｒ⁃
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２６， Ｎｏ．３， ２０１７， ｐｐ．３５９－３９０。



尼日利亚的族群冲突烈度急剧提升。① 除了石油资源外，少数族群移民的流入也增大

了尼日利亚部分区域的族群冲突烈度。 随着贝努埃—高原州正式设立和民选制度的

落实，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族群逐渐丧失在当地的统治地位，其社会经济权利受到基

督徒政府的限制。 为了夺回政治主导地位，北部各州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族群不断向

高原州移民，引起本地基督徒强烈反对，双方不断爆发冲突。

镇压比亚法拉独立运动后，尼日利亚执政精英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后期开始相继

设计了一系列缓和族群关系的制度，降低了多数族群精英推动激进再分配的动机和能

力，增强了少数族群在联邦层面和地方层面获取更多资源以及抵制多数族群激进政策

的能力。 在限制族群政治激进化的制度影响下，尼日利亚联邦层面紧张的族群关系有

所缓和，族群冲突烈度较早期已经有所下降，避免了因激活族群内部的激进主义使国

家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 具体而言，尼日利亚从两个方面入手遏制族群政治行动激

进化。

一方面，为了限制地方多数族群的政治主导地位，尼日利亚不断细分行政区划。

１９７６ 年、１９８７ 年、１９９１ 年和 １９９６ 年，尼日利亚的行政区划分别增至 １９ 个、２１ 个、３０ 个

和 ３６ 个。 新的行政区划不再按照豪萨—富拉尼、伊博和约鲁巴三个部族聚集地划分，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多数族群垄断资源配置的局面，使少数族群获得了一定的自治权。

虽然多数族群仍控制更多的州，但从长远而言，不断分割族群居住区域有助于促使民

众从对族群认同转化为行政区认同，弱化族群在联邦资源分配中的作用和意义，从而

遏制族群政治行动的激进化。

另一方面，吸取独立初期的选举制度放大北部优势进而触发族群冲突的教训，尼

日利亚在联邦选举得票门槛和政府人员构成方面，持续贯彻族群多样化原则，促进族

群之间的权力共享和协同治理。 １９７９ 年施行的尼日利亚第二共和国宪法强调，联邦

政府及其次级机构需要贯彻联邦制原则，防止国家事务被一个或几个族群主导，联邦

内阁必须由每个州产生一个部长的形式组建。 在 １９９９ 年宪法中，尼日利亚鼓励成立

跨族群政党，在总统选举中设置“双重门槛”：规定各个政党的候选人不仅要赢得联邦

普选票的简单多数，还必须从 ２ ／ ３ 的行政区内获得至少 ２５％的选票才能获胜；竞选副

手也需要信仰与合作伙伴不同的宗教。② 此外，１９９４ 年宪法第三款规定，联邦政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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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组成要保证具有联邦特色，任何一个族群都不能在联邦政府机构中占据绝对优势；
地方政府也要体现族群多样性。 尼日利亚持续推进族群多样化的改革措施并不完

美，①一些州仍旧受到多数族群主导，某些选举仍会引发严重骚乱，不同部族之间争夺

土地和水源的冲突时有发生。② 但从整体看，一系列优化的制度设计使各个族群的利

益和诉求都能在政府中有所体现，推动各政党在意识形态和政策诉求上趋向温和，压
缩狭隘族群主义的生存空间，使尼日利亚的族群关系有所缓和。③

尼日利亚族群冲突经历了激烈—缓和交替的波动态势。 英国殖民者的南北分治策

略使尼日利亚形成了非对称族群政经结构。 伊博族得到了殖民者扶持，在经济和贸易上

处于优势，但人口占少数；北部豪萨—富拉尼族在人口上占优势，但在经济、教育和文化

上相对落后。 独立前后，殖民当局设计的选举制度是非对称结构导向族群冲突的重要触

发点。 小选区制度设计加上有利于北方的议席分配使得北部部族在联邦选举中获得极

大优势，豪萨—富拉尼族利用联邦政府权力扩大北方的政治经济利益，而经济上占优势

的南部伊博族在联邦权力争夺中处于不利地位。 与此同时，伊博人土地上发现的石油加

剧了族群资源占有和分配结构的非对称性。 联邦政府采取激进措施扩大北部部族的政

治经济利益，引发南方伊博人的抵制从而导致剧烈的族群冲突。 在尼日利亚部分地区，
少数族群移民的进入也会引起多数族群的反感，增大区域族群冲突爆发的概率。

非对称族群政治经济结构与一系列催化因素叠加，导致尼日利亚的族群冲突逐渐

升级。 为了推动国家重建，尼日利亚执政精英采取了一系列弱化族群意识的制度设

计，如重新划分行政区、为总统选举设立得票门槛以及确保政府组成人员的族群多样

性等举措改变了族群行动的机会结构，遏制了族群政治行动和政策诉求激进化，有助

于降低族群冲突的烈度。 尼日利亚案例同时存在催化和遏制因素，为观察族群冲突的

发生路径提供了多元动态的分析视角。

五　 结论

族群冲突与治理是国际政治研究中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也存在很多进步和完善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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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弱化族群意识的制度设计降低了北方豪萨—富拉尼人的部族认同，却也出现了身份认同和组织化的真

空，导致政府无法控制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扩张，以“博科圣地”为代表的极端恐怖组织在北部迅速扩张。
尤其在中部地带，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之间的冲突层出不穷，参见 Ｕｄｏ Ｊｕｄｅ Ｉｌｏ，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Ｄｅａｄｌ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ｔｔｌｅ Ｈｅｒ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ｎｉｇｅｒｉａ ／ ２０１９－０１－
２３ ／ ｄｅａｄｌｉｅｓ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ｙｏｕｖｅ－ｎｅｖｅｒ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Ｅｍｍｙ Ｇ． Ｉｒｏｂｉ，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ａｒｋｅｒ： Ｏｕｔｓｋｉｒｔ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ｐ．１－２４．



间，本文属于其中的一种尝试。 殖民统治作为历史遗产影响殖民地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

但在族群关系的研究中，学界还不够重视历史遗产的根本性作用，容易避重就轻地将族群

冲突简单归因于族群心理、外部环境或经济原因，并未触及因历史约束造成的政经结构。①

即便有研究看到了殖民因素的影响，它们也更多强调单一或某几种因素的重要性，对其中

的因果机制仍然语焉不详。 本文构建了新的非对称族群政经结构分析模型，建立从殖民统治

时期、独立时期到当下族群关系的完整因果机制，并通过四个非洲国家案例进行考察和比较。

本文展示了非对称族群政经结构模型的较强解释力，呈现了族群政经结构和族群

冲突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触发因素和遏制因素对从非对称性结构到族群冲突演化机制

的影响。 本文表明，并非所有族群之间的经济不平等都会引发激烈的族群冲突，只有

在特定的机会结构之下族群的不满才会演变为激烈的族群集体行动或族群冲突。 通

过引入非对称概念，本文对族群政治权力分享和经济资源分配结构进行理论化尝试。

按照不同模式下族群政治经济资源的配比将其划分为对称族群政经结构和非对称族

群政经结构。 在非对称性结构下，人口上占据多数但在经济资源方面居于劣势的族群

一旦掌握政治主导权会有着强烈的再分配倾向，这种再分配往往严重损害经济资源占

比处于优势的少数族群的利益，从而构成了族群冲突的结构性推动力；对称族群政治

经济结构则没有为族群提供上述机会结构，缺乏引发冲突的结构性推动力量，其族群

冲突烈度维持在较低水平。

非对称政经结构模型不仅适用于前殖民地国家，也为认识、理解乃至治理当下的

族群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首先，本研究表明，理解族群关系需要追溯历史

上的族群治理架构，如部分国家在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政经结构依然对当下的族群关

系有重要影响。 其次，经济不平等不一定引发族群冲突，但非对称政经结构容易在某

些历史时刻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引发族群冲突。 再次，确保少数族群的政治参与渠

道、抑制过度激进的再分配政策等措施可以为处置负面殖民遗产赢得时间和空间。 推

进族群之间的经济文化融合、弱化狭隘的族群认同或设置族群得票率门槛等措施有助

于遏制族群动员激进化。 最后，在推动族群经济平等的过程中，尽力避免因激进再分

配政策触发非对称政经结构是维护和谐稳定的族群关系的关键。 在前殖民地国家转

型过程中，只有在推动族群经济平等、完善产权保护和治理体系升级等多元目标之间

实现平衡，才能避免国家出现重大政治动荡，构建和谐的族群关系。

（截稿：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编辑：沈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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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对称政经结构与族群冲突


① 关于殖民统治影响的简要说明，参见黄振乾：《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与土地改革：对独立后非洲国家

的实证分析》，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第 １１７—１２９ 页。


